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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866/2018号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T.K.T. (由律师Tarig Hassan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18年3月16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8年3月22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本决定日期：
	2021年7月19日

	事由：
	遣返至埃塞俄比亚

	程序性问题：
	用尽当地救济

	实质性问题：
	不推回；酷刑

	《公约》条款：
	第3条


1.1	申诉人T.K.T.，1986年出生，埃塞俄比亚国民。她声称，缔约国如果将她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将违反《公约》第3条。缔约国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发表了声明，自1986年12月2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Tarig Hassan代理。
1.2	2018年3月22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114条，通过其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不要将申诉人遣返回埃塞俄比亚。2018年3月23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已根据临时措施暂停将申诉人遣返。
	*	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2021年7月12日至30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艾萨迪亚·贝尔米、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伊尔维亚·普策、阿娜·拉库、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塞巴斯蒂安·图泽、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和彼得·维德尔·凯辛。
		事实背景
2.1	申诉人声称自己在政治上很活跃，在她的男友向当局举报她为秘密政党金波特7号工作后，她逃离了埃塞俄比亚。她说，在瑞士，她继续反对埃塞俄比亚政权，倡导人权。她目前仍是金波特7号的成员。自2017年以来，她一直担任埃塞俄比亚驻瑞士人权与民主工作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她是该组织在卢塞恩州的代表，也是工作组内部妇女活动团体的创始人。她也是瑞士埃塞俄比亚人联合会的成员。申诉人提供了照片和线上视频链接，证明她参加在瑞士的反对派会议、示威和论坛，她认识埃塞俄比亚著名反对派领袖和人权活动者，并与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广播台的记者互动。申诉人声称，她的哥哥自2016年9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埃塞俄比亚，这很可能与她的“政治知名度高”有关。
2.2	2014年9月4日，申诉人在缔约国提出庇护申请。2014年9月17日和2014年10月2日，她接受了联邦移民局(2015年1月1日更名为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的面谈。她表示，她于2010年3月在埃塞俄比亚加入了金波特7号。她在姐姐的店里接收该政党的传单，并作为中间人进一步分发这些传单。2011年5月至6月左右，她偶然发现了男友的钱包，意识到他是一名情报人员。他们相识于2006年至2007年左右，大约从2010年10月至11月起共同生活，但在那天之前，她一直以为他是一名商人。俩人吵了一架，她决定逐步结束这段关系。与此同时，这位男友已经开始监视她。一个半月后，他来到了申诉人姐姐的店里，当天申诉人正好收到了金波特7号的传单。在她去洗手间时，他在店面柜台上发现了传单。回到家后，他禁止她外出，殴打她，以死亡和监禁来威胁她，试图说服她说出同伴的姓名。两天后，趁他因工作离城时，她逃走了。2011年8月，她去了迪拜。她哥哥从一位当警察的朋友那里得知，已经对她发出了逮捕令。她哥哥设法获得了逮捕令的副本，并将照片发送到了申诉人的手机。申诉人的前男友曾威胁她的家人，她哥哥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被监禁了三个月。申诉人说，在迪拜时，她面临生命危险，因为她的前男友还在为情报部门工作，她工作的餐馆的老板禁止她外出，还多次强奸她。2012年，她通过埃塞俄比亚驻迪拜大使馆续办了护照。2014年7月2日，一名蛇头帮助她获得了申根签证，在这名蛇头的陪同下，她搭乘飞机前往日内瓦。2014年7月3日，她去了法国，在一个不明地点停留了25天。然后，她到了加莱，在那里她又呆了一个月，计划前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后来，她发现带她到日内瓦的蛇头并没有把她的护照给法国的蛇头。她非法重新进入瑞士，并申请庇护。
2.3	2014年11月17日，联邦移民局拒绝了申诉人的庇护请求，原因是她未能提供身份证件和据称在她哥哥手上的逮捕令，[footnoteRef:1] 而且她的申请缺乏可信度。移民局认为，她知道男友是情报人员，还在去洗手间时把金波特7号的传单留在男友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不合常理。移民局认为同样不合常理的是，男友在发现传单并以死亡威胁她后，居然还离城让她有机会逃跑。2014年12月16日，申诉人向联邦行政法院提出上诉，提供了一份身份证件、逮捕令原件和证明她是金波特7号成员的文件。2015年4月27日，法院驳回了她的上诉，认定她的证言缺乏可信度，其中部分内容不连贯、“模式化”。法院认为特别不合常理的是，在被男友威胁后，她还冒险用自己的护照从机场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后还通过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续办护照。鉴于申诉人的陈述中有一些重要内容不可信，法院认为逮捕令没有决定性证明价值。法院注意到，申诉人一开始不愿提供这份文件，并在声称她哥哥只拿到了副本后，提供了原件，进一步加深了对她的可信度的怀疑。关于她是金波特7号成员的证据，法院认为其证明价值必须“高度相对化”。法院注意到，根据其中一些文件，申诉人在瑞士时申请成为金波特7号的成员，但截至2014年9月23日，她尚未采取成为成员所需要的几个步骤。另一份文件称，她自2014年8月18日起成为金波特7号的成员，但还显示申诉人住在巴塞尔，而申诉人声称她于2014年9月4日进入瑞士。 [1: 		申诉人声称，存有逮捕令照片的手机已经不在她手上，她哥哥一直在等人前往瑞士时顺便把文件带给她，以避免高额邮资。] 

2.4	2015年7月22日，[footnoteRef:2] 申诉人申请重审联邦移民局2014年11月17日的决定，声称她之前未透露离开埃塞俄比亚的重要原因。她声称，在得知她是金波特7号的成员后，她男友曾多次强奸她。她还声称，在她离开埃塞俄比亚后，她被一审法院判决有罪，一旦回到埃塞俄比亚，她将面临逮捕风险，她的前男友仍然在为情报部门工作，会立刻找到她。她进一步提到，她在迪拜曾遭到雇主虐待，并提供了诊断书，显示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2015年9月18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驳回了重审申请，结论是申诉人声称强奸发生在她与男友争吵的背景下，但根据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院之前的判断，她与男友争吵的说法缺乏可信度，而她所称在迪拜受到的虐待与庇护申请无关。 [2: 		申诉人和缔约国表示，申请于2015年7月22日提交。然而，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在2015年9月18日的决定中提到了2015年7月23日的申请。] 

2.5	2016年1月11日，[footnoteRef:3] 申诉人提交了新的庇护申请，声称由于她在流亡海外期间的政治活动，她面临被埃塞俄比亚当局迫害的风险。2016年1月20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得出结论认为，新申请成功的几率极低，因为申诉人此前未能证明在埃塞俄比亚面临迫害风险，从新的申请看来，她在流亡海外期间的政治活动似乎没有受到大量曝光，她参与政治活动的真实性存疑，因为是在她的第一次庇护申请被拒绝后才开始的。因此，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要求申诉人预缴600瑞士法郎的费用，才处理她的申请。2016年2月11日，它宣布由于申诉人未能预缴费用，申请不予受理。2016年2月24日，联邦行政法院驳回了申诉人对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2016年1月20日和2016年2月11日的决定的上诉。然而，2016年3月15日，法院撤销了它2016年2月24日的裁决和秘书处2016年2月11日的决定，因为申诉人提供了费用缴纳凭证。 [3: 		根据联邦行政法院2016年2月24日和2016年3月15日的判决，为2016年1月8日。] 

2.6	2016年4月13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驳回了申诉人的第二次庇护申请。它提出，埃塞俄比亚当局只在意于监视被认为威胁到埃塞俄比亚政治制度的人在流亡海外期间的活动。由于申诉人未能在第一次庇护程序中证明遭到埃塞俄比亚当局的迫害，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理由认为她在到达瑞士时已经处于监视中。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也未发现有迹象显示申诉人在流亡期间的政治活动已经引起埃塞俄比亚情报部门的注意。它认为申诉人的活动重要性相对较低，并对她参与活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关于她是金波特7号成员的说法，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没有在该组织内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证明她是成员的信函是一份标准信函，只是简单填写了她的姓名。2018年2月8日，联邦行政法院维持了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2016年4月13日的决定。法院承认，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和人权状况近年来发生恶化，涉嫌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面临逮捕威胁，一些人已经被判处长期监禁。它还注意到，2011年，金波特7号在埃塞俄比亚被列为恐怖组织，埃塞俄比亚当局近期通过使用先进软件，加强了对流亡海外的埃塞俄比亚活动者的监视。法院承认，在国外积极参加反对派组织或同情这类组织的埃塞俄比亚国民可以被查明身份，如果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一旦入境就会被发现。然而，法院指出，埃塞俄比亚情报部门主要逮捕参加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抗议活动、可能被视为对政权构成真正潜在威胁的人。法院认为没有迹象显示申诉人引起了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或者可能被视为对埃塞俄比亚政治制度构成威胁。
2.7	2018年2月14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通知申诉人，她必须在2018年3月15日前离开瑞士。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缔约国如果将她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将违反《公约》第3条。她声称，在瑞士，她是重要的人权活动者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反对者，在埃塞俄比亚也被如此认为。她和埃塞俄比亚最重要反对派团体的最高级成员有联系，曾在公共场合、电视上或照片里一起出现。[footnoteRef:4] 与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的结论相反，不能用“低强度”来描述她的政治活动。多年来，她在政治上一直很活跃，知名度很高。她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当局的目标，并被视为对埃塞俄比亚政治制度构成切实威胁。 [4: 		她声称，她的活动已经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播出，并且很容易在YouTube和Facebook上看到。] 

3.2	申诉人指出，埃塞俄比亚一贯存在大规模使用酷刑的情况。她提到委员会表示关切，即对持续不断的大量指称说埃塞俄比亚一贯使用酷刑表示关切。[footnoteRef:5] 她说，由于她的政治知名度较高，她积极参加多个反对派团体，加上埃塞俄比亚当局“严酷”镇压反对派，如果她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她遭到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风险是真实存在、可预见、迫在眉睫的。她提出，她在埃塞俄比亚时已经有很高的政治曝光度，到了瑞士后进一步提高。由于在社交媒体上的大量帖子和转发，加上她与反对派重要人物同台出现的画面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塞俄比亚当局必然会知道她的政治活动和异见。 [5: 		申诉人援引CAT/C/ETH/CO/1，第10段。] 

3.3	申诉人援引联邦行政法院的判例，根据该判例，法院承认埃塞俄比亚人流亡海外期间的政治活动受到埃塞俄比亚当局的监视，并记录在数据库中。[footnoteRef:6] 法院承认，如果政治活动者被强行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可能会被逮捕，除非明确放弃之前的政治观点。法院还承认，监视对象不仅限于反对派的高级成员，也包括知名度较低的活动者，在海外寻求庇护后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的活动者最有可能受到埃塞俄比亚当局的起诉。[footnoteRef:7] 最后，她援引联邦行政法院2016年3月17日和2017年7月13日的判决，其中，法院表示埃塞俄比亚当局利用现代软件加强了对海外政治活动者的监视，与金波特7号和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广播台有关系的人经常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埃塞俄比亚安保部门认为与反对派有关系、被强制从国外遣返的人是政府的反对者。 [6: 		此处援引法院2010年9月3日、2010年10月11日和2012年4月20日的判决。]  [7: 		此处援引法院2007年11月30日的判决。] 

3.4	申诉人称，如果她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一旦入境就会被现任政权当作异见分子逮捕并拘留。她提到有“无数事例”证明，反对派成员在回到埃塞俄比亚之后会被逮捕。作为例子，她提到了Merera Gudina的案件。[footnoteRef:8] 她进一步提到，有非政府组织、国家政府和媒体的报告显示，埃塞俄比亚当局利用反恐怖主义法律打击异见分子，[footnoteRef:9] 骚扰和拘留反对派成员，[footnoteRef:10] 对被羁押人实行酷刑和虐待，[footnoteRef:11] 金波特7号的成员是尤其成为针对目标。[footnoteRef:12] 她声称，根据埃塞俄比亚的法律，仅仅是对恐怖主义嫌疑人给予“道义支持”就会导致长期监禁。[footnoteRef:13] 根据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政部表示，金波特7号的“成员或被疑是成员的人都可能受到监视、骚扰、逮捕和监禁，在此期间，他们面临单独监禁、酷刑和其他虐待甚至法外处决的风险”。[footnoteRef:14] 申诉人说，早在2009年，就有很多金波特7号的成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律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一些人被判处死刑。[footnoteRef:15] 2011-2012年，埃塞俄比亚政府逮捕了大量记者和异见分子，包括金波特7号的成员。一些反对派成员被判处8年至终身监禁，包括16名流亡海外的埃塞俄比亚人。[footnoteRef:16] 埃塞俄比亚以据称与金波特7号有过接触为由，借恐怖主义指控监禁异见分子。[footnoteRef:17] 申诉人称，2014年6月，当时的金波特7号秘书长Andargachew Tsege在也门被逮捕，并被带回埃塞俄比亚，遭到埃塞俄比亚安保部门的酷刑。最近，埃塞俄比亚反对派的处境恶化，当局开始对批评政府的人实行逮捕、拘留、骚扰和酷刑。埃塞俄比亚还利用紧急状态条例限制集会自由。[footnoteRef:18] 申诉人说，根据2017年6月《简氏哨兵系列安全评估》，埃塞俄比亚对反对派的打击“不大可能放松”。[footnoteRef:19] 申诉人声称，她哥哥遭到监禁，证明她害怕被逮捕是合理的。 [8: 		“Ethiopia security detain prominent opposition party leader Dr. Merera Gudina”, Addis Standard, 1 December 2016; 以及Abdur Rahman Alfa Shaban, “Ethiopia replies EU MPs: quit criticisms and give ‘constructive support’”, Africanews, 20 May 2017。]  [9: 		Amnesty International, “Dismantling dissent: intensified crackdown on free speech in Ethiopia” (201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2017); Tonny Onyulo, “In Ethiopia, a cry for basic freedoms”, USA Today; 以及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Ethiopia”。]  [10: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 Country Information Report: Ethiopia, 28 September 2017, para. 3.31. 见https://www.ecoi.net/en/file/local/1419297/4792_1512556608_country-information-report-ethiopia.pdf。]  [1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Ethiopia” (11 March 2010);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17, “Ethiopia” (2017).]  [12: 		Rahel Zürrer, “Äthiopien: Update – Aktuelle Entwicklungen bis Juni 2014” (Bern, Swiss Refugee Council, 17 June 2014), p. 12.]  [13: 		Human Rights Watch, “Analysis of Ethiopia’s draft anti-terrorism law” (30 June 2009).]  [14: 		Home Office, “Countr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note: Ethiopia –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 (London, October 2017), para. 2.3.12. 见 www.refworld.org/docid/59ddc9734.html。]  [15: 		Country of Origin Information Centre (Landinfo), “Ethiopia: the Ginbot 7 party”, topical note (20 August 2012), pp. 8–9.]  [16: 		同上，第10页。]  [17: 		Amnesty International, “Ethiopia: end the onslaught on dissent as arrests continue” (10 July 2014).]  [1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Ethiopia”. 申诉人援引了报告第2.A节中关于拘留、逮捕和骚扰政府批评人士的节选。援引的段落不涉及集会自由权。]  [19: 		出自Home Office, “Countr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note: Ethiopia”, para. 10.1.7。]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18年9月19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
4.2	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缔约国指出，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于2015年9月18日驳回了申诉人对第一次庇护申请的复审请求，申诉人没有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因此，她没有用尽现有的国内救济。
4.3	关于案情实质，根据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第49段中的标准和委员会的惯例，缔约国可以证明，国家当局的决定符合《公约》第3条的规定。
4.4	关于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证据，缔约国提出，单凭这一情况本身不足以断定一个人在回到原籍国后会面临酷刑风险。[footnoteRef:20] 风险必须是可预见、真实存在和针对个人的。[footnoteRef:21] 在评估这种风险是否存在时，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footnoteRef:22] 缔约国知道埃塞俄比亚的人权状况依然值得关切，酷刑似乎被经常使用。[footnoteRef:23]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能证明来文中提到的逮捕和拘留与她的个人处境类似，也未能证明为何这意味着她本人面临威胁。缔约国指出，Gudina先生和Tsege先生是政治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因此曝光度较高。他们的情况与申诉人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申诉人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她如果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将面临可预见、真实存在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缔约国还指出，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已经出现新的变化。2018年2月宣布的紧急状态已于2018年6月正式解除，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与厄立特里亚达成了和平条约，数百名政治犯已经获释，其中包括Gudina先生。 [20: 		M.F.诉瑞士(CAT/C/59/D/658/2015)，第7.3段。]  [21: 		N.S.诉瑞士(CAT/C/44/D/356/2008)，第7.3段；以及T.Z.诉瑞士(CAT/C/62/D/688/2015)，第8.3段。]  [22: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1997年)，第6段；T.Z.诉瑞士，第8.4段。]  [23: 		R.D.诉瑞士(CAT/C/51/D/426/2010)，第9.6段。] 

4.5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并未声称在过去曾受到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酷刑或虐待。在2014年9月17日的面谈中，她声称，她的男友得知她是金波特7号的成员后，殴打了她，以死亡威胁她，强迫她告发该政党的成员。在2015年7月22日提交的庇护申请复审请求中，她声称男友多次强奸她。在此程序中，申诉人关于在埃塞俄比亚受到虐待的指控没有变化。这些指控“模式化”，缺乏实质。申诉人没有提供来自独立信源的证据，证明她受到过男友的虐待。
4.6	关于申诉人在埃塞俄比亚从事的政治活动，缔约国提出，在第一次庇护程序中，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院认为申诉人没有提供可信证据，证明她有理由害怕遭到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政治迫害。她没有证实她的指控，即已对她发出逮捕令，她的家人收到威胁，她哥哥被逮捕。在联邦移民局2014年11月17日作出、联邦行政法院2015年4月27日维持的决定中，移民局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真实、确切、详细的证据支持她的指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申诉人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前被当成政治异见分子。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她在到达瑞士后，受到埃塞俄比亚当局的监视。
4.7	关于埃塞俄比亚国民在瑞士的政治活动，缔约国回顾委员会以往的决定，其中委员会表示，流亡期间的政治活动不足以导致人们在被遣返原籍国后面临重大酷刑风险，除非他们参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知名度足够高，可以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footnoteRef:24] 缔约国确认，近期埃塞俄比亚安全部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了对流亡政治反对者的监视。可以假定，活跃在国外反对派组织中的埃塞俄比亚国民可以被查明身份，他们到达机场时，埃塞俄比亚安全部门会知道。然而，缔约国指出，埃塞俄比亚安全部门不关注那些参加低知名度政治抗议的人，被关注的人所履行的职能或活动足以使之成为值得重视的政治反对者，可以对现任政权构成威胁，其活动超越了低知名度抗议。缔约国注意到，埃塞俄比亚反对派在瑞士组织了很多活动，媒体刊登的是合照，有时多达数百人。即使埃塞俄比亚当局知道这些活动，也无法辨认和监视每一个参与者。此外，埃塞俄比亚当局一定知道，很多出于经济原因生活在瑞士的埃塞俄比亚国民试图通过参加反对派活动来获得长期居留证。埃塞俄比亚当局只有兴趣查明所从事的活动被认为切实威胁到现行政治制度的人。 [24: 		M.F.诉瑞士，第7.6段起；E.E.E.诉瑞士(CAT/C/54/D/491/2012)，第7.7段；R.D.诉瑞士，第9.7段；以及H.K.诉瑞士(CAT/C/49/D/432/2010)，第7.5段。] 

4.8	缔约国认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申诉人在瑞士的活动导致她获得了特别高的曝光度。无论是她的陈述，还是向委员会提交的证据，都不足以断定她从事符合条件的政治活动，或承担责任重大的公共任务。她的政治活动微不足道。埃塞俄比亚驻瑞士人权与民主工作组执行委员会和瑞士埃塞俄比亚人联合会的商事登记册均未提到申诉人是其执行办公室的成员。确认申诉人是金波特7号、工作组和联合会成员的信函不能证明埃塞俄比亚当局对申诉人感兴趣。金波特7号和联合会的信函没有提及申诉人参与的具体活动，只是提供一般信息的通用文本，不能证明申诉人担任特定职务。金波特7号的信函甚至以男性语法形式指代申诉人。虽然工作队的信函提到，申诉人是妇女活动团体的创始成员，但对她在该组织内职责的描述非常笼统；看起来，她并没有特别公开曝光。申诉人声称，她在公开活动中曝光，并与反对派的高级成员往来，这种说法非常笼统。从申诉人提供的照片看，在一群示威者或匿名活动参与者中，她并不是十分显眼。她与Obang Meto、Bezuneh Tsige和Berhanu Nega的私人合照在网上是找不到的。至于Facebook和YouTube上关于她参加的示威及其他公开活动的照片和视频，缔约国强调，虽然埃塞俄比亚当局一定知道这些活动，但不确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查明了申诉人的身份。即使埃塞俄比亚当局已经查明她的身份，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对她感兴趣，并认定她属于反对派的核心成员。缔约国的结论是，基于申诉人在瑞士的活动，不能认为她对埃塞俄比亚政权构成威胁。这些活动太微不足道，无法证实提交人如果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将面临针对个人、真实存在和严重的酷刑风险。
4.9	缔约国认为，如果申诉人不能提供关于要点的具体细节，从而证明她确实经历过所描述的事件，那么面临酷刑风险的说法就不成立。如果一个说法在要点上违背逻辑和一般经验，则不可信。庇护机关的结论是，申诉人关于她离开埃塞俄比亚、获得瑞士签证、在迪拜续办护照和失去护照等情形的陈述不可信。申诉人在知道有风险的情况下，还把金波特7号的传单留在她工作场所中容易看见的地方，这不符合逻辑，也违背了一般经验。同样不可信的是，她的男友在发现她参与反对派运动、威胁她、虐待她并禁止她外出后，还留下她无人看管，让她有机会逃跑，后来又向当局告发了她。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2019年5月13日的评论中指出，尽管埃塞俄比亚的总体局势近几个月有所改善，但在新任总理艾哈迈德先生当选后，无法预测埃塞俄比亚当局与反对派和解的努力能否成功、是否可持续。联邦行政法院在最近的几项判决中指出，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埃塞俄比亚的局势仍然令人担忧，而且远未达到稳定。目前尚不清楚新任总理能否继续执政，因为他在2018年6月已经遇到过一次暗杀。丹麦移民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紧张、在一定程度上矛盾的局势，其中指出，尽管有所改善，但仍有关于以政治理由进行拘留的报道，大量政治犯仍未释放。[footnoteRef:25] [25: 		Danish Immigration Service, Ethiopia: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reatment of Opposition (2018), pp. 12–13.] 

5.2	申诉人反对缔约国的说法，即她关于遭到前男友虐待的陈述“模式化”，缺乏实质内容。她已经告知联邦移民局，她在埃塞俄比亚时已经是金波特7号的活跃成员，她当时的男友是一名情报人员，在得知她是金波特7号的成员后，威胁、殴打并多次强奸她，她因此被迫离开埃塞俄比亚。她提供给庇护机关的陈述是准确、前后一致的。
5.3	申诉人称，与她的来文一并提交的证据明确显示，她积极参加瑞士埃塞俄比亚人群体的活动，反对原籍国中侵犯人权的行为。她是埃塞俄比亚驻瑞士人权与民主工作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是该组织在卢塞恩州的代表。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并未列入商事登记册。工作组在2018年2月20日的信函中确认了她与该组织的关系，并详细描述了她的活动，表示她高度参与决策进程、促进工作组的总体发展和在卢塞恩的各项活动。信函也详细描述了申诉人是创始成员的妇女团体的活动，例如，通过准备食物和饮料支持工作组的活动，为该组织筹款等。因此，不能说申诉人的活动微不足道。申诉人与众多反对派高级成员相识，并参加了无数会议、示威和论坛。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这些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其中有申诉人的身影。埃塞俄比亚当局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她经常高强度参与反对派活动，因为缔约国也承认，埃塞俄比亚当局加强了查找异见公民的力度。2018年政权更迭后，这一点没有太大变化。
5.4	申诉人指出，非政府组织瑞士难民事务理事会最近指出，埃塞俄比亚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密切监视海外埃塞俄比亚国民，无论他们在反对派中是否特别知名。表达对政治反对派的同情可能就足够了。此外，有迹象显示，即使在某些团体合法化后，情报和安全局还继续监视旅居国外的国民，以确定是否有反对政府的新团体成立。[footnoteRef:26] [26: 		Swiss Refugee Council, “Äthiopien: Exilpolitische Aktivitäten, staatliche Überwachung, neuer Entwicklungen” (26 September 2018), pp. 8–9.]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	2019年5月14日，缔约国通知委员会，申诉人2019年5月13日的评论不包含任何新内容，它维持2018年9月19日的意见中提出的立场。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7.2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能够断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救济，否则委员会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申诉人没有对2015年9月18日的决定提出上诉，在该决定中，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根据补充材料，驳回了她对第一次庇护申请的复审请求。然而，委员会注意到，对于联邦移民局2014年11月17日拒绝她第一次庇护申请的决定，以及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2016年4月13日拒绝她第二次庇护申请的决定，申请人已用尽一切国内救济，对此缔约国没有异议。因此，委员会认为，《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不妨碍它审议本来文。
7.3	鉴于委员会没有发现阻碍受理的其它因素，因此宣布申诉可以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实质问题
8.1	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委员会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在本案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制遣返回埃塞俄比亚是否会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不得将此人驱逐或遣返至该国。委员会指出，禁止酷刑是绝对的和不可克减的，缔约国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作为施行酷刑的理由。[footnoteRef:27] [27: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第5段。] 

8.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返回埃塞俄比亚后本人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委员会评估这一风险时，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不过，委员会指出，评估的目的是弄清楚有关个人在遣返目的地国是否会面临针对个人、可预见和实际存在的酷刑风险。因此，一个国家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意味着有充分理由认定某人返回该国后可能遭受酷刑；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footnoteRef:28] [28: 		例如，见E.T.诉荷兰(CAT/C/65/D/801/2017)，第7.3段；以及Y.G.诉瑞士(CAT/C/65/D/822/2017)，第7.3段。] 

8.4	委员会回顾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其中指出，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当事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有可能在目的地国遭受酷刑的一个群体的成员，如果在将被遣返的国家内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便存在不推回义务。委员会回顾，同一项一般性意见还指出，只要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而且真实的”，便认定存在“充分理由”(第11段)。针对个人的风险迹象可能包括但不限于：(a) 申诉人和(或)其家庭成员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b) 曾遭受酷刑；(c) 在受到酷刑威胁后秘密逃离原籍国。以及(d) 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强奸(第45段)。
8.5	委员会回顾，举证责任由来文提交人承担，提交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理由，即提出确凿证据表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而且真实的。然而，当申诉人处于无法就其案件提供详细资料的处境时，例如当申诉人已证明自己无法获得与其酷刑指控有关的文件或者已被剥夺自由时，则应倒置举证责任，有关缔约国须调查指控并核实申诉所依据的信息。[footnoteRef:29] 委员会十分重视所涉缔约国的机构作出的事实认定；但委员会不受这种认定的约束。因此，委员会将根据每一案件的全部相关案情，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自由评估所掌握的资料。[footnoteRef:30] [29: 		第4号一般性意见，第38段。]  [30: 		同上，第50段。] 

8.6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由于她作为政治反对派组织成员在埃塞俄比亚和瑞士的活动，在埃塞俄比亚将面临逮捕和酷刑风险。委员会注意到，为支持这些主张，申诉人主要依靠关于埃塞俄比亚人权状况的报告和联邦行政法院的判例。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认为庇护机关在评估她受迫害的风险时犯了一些错误。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国并未质疑政治异见分子在埃塞俄比亚可能面临逮捕和酷刑风险，但认为申请人未能证明如果她被强制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将面临可预见、真实存在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申诉人对她在埃塞俄比亚受到迫害的陈述不可信，她在瑞士的政治活动微不足道，不会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声称埃塞俄比亚的人权状况于2018年开始改善，申诉人对此没有异议。
8.7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她在埃塞俄比亚遭受酷刑或虐待的说法，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关于男友虐待她的陈述中存在矛盾之处。此外，委员会回顾，在评估违反《公约》第3条的风险时，过去受到虐待只是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这种评估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申诉人目前在返回原籍国时是否有遭受酷刑的风险。申诉人过去受到虐待并不能自动推导出结论认为，如果她现在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仍然会面临酷刑风险。[footnoteRef:31] [31: 		X, Y和Z诉瑞典(CAT/C/20/D/61/1996)，第11.2段；G.B.M.诉瑞典(CAT/C/49/D/435/2010)，第7.7段；X.诉丹麦(CAT/C/53/D/458/2011)，第9.5段；以及S.S.B.诉丹麦(CAT/C/60/D/602/2014)，第8.7段。] 

8.8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没有声称埃塞俄比亚当局试图阻止她离开埃塞俄比亚。她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当局，如警察或其他安全部门，一直在寻找她。[footnoteRef:32] 此外，2012年，她还在埃塞俄比亚驻迪拜大使馆续办了国家护照。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没有提供进一步解释或证据支持她对瑞士当局的说法，即埃塞俄比亚当局已经发出对她的逮捕令，她在埃塞俄比亚被缺席判决有罪。申诉人也没有证实她哥哥因她的政治活动在埃塞俄比亚被监禁。 [32: 		例如，见I.E.诉瑞士(CAT/C/62/D/683/2015)，第7.6段；以及H.R.E.S.诉瑞士(CAT/C/64/D/783/2016)，第8.13段。] 

8.9	委员会回顾，在评估违反《公约》第3条的风险时，有必要考虑到申诉人是否在有关国家境内或境外从事政治或其他活动，并且如果申诉人被遣返回有关国家，看起来这些活动会使申诉人面临酷刑风险。[footnoteRef:33] 委员会回顾，《公约》缔约国一般应审查或评估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迫害危险。从委员会掌握的资料看来，瑞士当局考虑了申诉人提供的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她在离开埃塞俄比亚之前没有受到埃塞俄比亚当局的迫害，她的政治活动是在瑞士开始的，她的知名度不足以引起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注意。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联邦移民局、国家移民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彻底审查了申诉人的主张和她为支持这些主张提交的证据。虽然申诉人不同意缔约国当局的事实结论，但她未能证明这些结论是任意或明显错误的，或构成司法不公。 [33: 		第4号一般性意见，第49 (f)段。] 

8.10  委员会指出，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为了确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人如果被遣返回另一个国家会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主管当局应考虑到有关国家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对少数群体的骚扰和暴力行为。[footnoteRef:34] 然而，委员会回顾，申诉人原籍国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本身不足以推导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在返回该国后有遭受酷刑的个人风险。因此，仅凭埃塞俄比亚有侵犯人权的情况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遣返回该国将违反《公约》第3条。[footnoteRef:3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从案卷看，缔约国当局在审查申诉人的庇护申请时似乎考虑到了相关背景资料。申诉人说，她是金波特7号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员，加上她在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广播台的电视节目中出现，导致她面临被埃塞俄比亚情报部门逮捕和施加酷刑的风险。关于这种说法，委员会注意到2018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包括释放政治被羁押人，反对派运动非罪化，大赦政治反对派团体、记者和媒体组织的流亡成员，并允许他们返回本国。委员会特别注意到，2018年，金波特7号被从政府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该组织的秘书长Tsege先生被赦免；该组织的领袖Nega先生在针对他的所有指控被撤销后，回到了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广播台在亚的斯亚贝巴重新开业。[footnoteRef:36] 委员会还注意到有报道称，金波特7号于2019年5月解散，成为埃塞俄比亚公民争取社会正义党的一部分。[footnoteRef:37] 另一方面，委员会注意到，逮捕和拘留知名反对派人士的事继续发生，特别是在近期国家选举的背景下。[footnoteRef:38] 委员会虽然承认埃塞俄比亚政治反对派目前的人权状况可能仍然值得关切，但认为申请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她如果现在或将来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她本人将成为目标，受到该国当局的酷刑或虐待。 [34: 		同上，第43段。]  [35: 		见以下有关遣返埃塞俄比亚的决定：H.K.诉瑞士，第7.5段；R.D.诉瑞士，第9.7段；X.诉丹麦，第9.6段；E.E.E.诉瑞士，第7.7段；M.F.诉瑞士，第7.7段；T.Z.诉瑞士，第8.7段；以及X诉瑞士(CAT/C/65/D/765/2016)，第7.8段。]  [36: 		X诉瑞士(CAT/C/67/D/775/2016)，第8.9段。另见https://news.un.org/en/story/2018/04/1008312;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174&LangID=E; 以及A/HRC/42/14，第9、11、64、105和106段。]  [37: 		Abdur Rahman Alfa Shaban, “Ethiopia’s Ginbot 7 dissolves, transforms into new ‘united’ party”, Africanews, 10 May 2019;以及Morris Kiruga, “Ethiopia opposition leader Berhanu Nega leads new party”, The Africa Report, 14 May 2019。]  [38: 		African Union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to the 21 June 2021 General Elections in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ddis Ababa, 23 June 2021, para. 3.] 

9.	鉴于上述考虑，根据双方提交的全部资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能证明有充分理由说明若将她遣返回埃塞俄比亚，会导致她面临真实存在、可预见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违反《公约》第3条。
10.	委员会依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遣返回埃塞俄比亚并不违反《公约》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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